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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碳税主要是对化石能源的使用进行征收。

③进口税是对非环保产品的进口进行征收。

④许可证费是征对登山、捕猎等行为进行征收。

⑤采掘税主要是对矿产、能源以及林业产品的开采进行征收。

⑥排污税是对废水、废气以及固体废弃物的排放进行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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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国外学者关于环境税收问题研究的新成果进行综述。诠释最优环境税定义及探寻不同条件假设
下最优环境税率的确定，从一般均衡的视角考察环境质量对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探讨税收相互作用的效应和分

析学者重点研究的双重红利及其存在条件。最后根据发达国家环境税政策运行的经验，分析将环境税作为环境管

制措施引入发展中国家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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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１９９０ 年芬兰在全球率先开征碳税以来，目前环境税已成为环境管制的重要手段［１］。丹麦、挪

威、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相继开征了类似税种（能源税、大气污染税等），

世界银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等国际机构也积极推动

征收环境税。环境税问题也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关环境税的研究也呈现加速态势。

概括起来而言，目前有关环境税研究主要集中于最优环境税率、税收相互作用效应、“双重红利”理论

与环境税制改革等方面。

一、最优环境税率研究

环境税包括对污染行业、污染品以及资源的使用征税，对投资于防治污染、环境保护或资源节约

的纳税人给予税收减免以及对不同产品实行差别税收。环境税主要分为能源税、交通税、污染税和资

源税①，具体税种主要有碳税②、进口税③、许可证费④以及采掘税⑤、排污税⑥和垃圾填埋税等［２］。征收

环境税的原因在于污染具有负外部性，征收环境税的目的就是将这种外部成本部分或全部内化［３］。

１９２０ 年 Ｐｉｇｏｕ 首先提出税收可以用来矫正外部性，当征收的每单位环境税费等于边际社会损失时，环
境税率就达到了最优，这个最优税率被称为“庇古税率”［４］。Ｐｉｇｏｕ 理论的前提是税收的目的在于内
化外部成本，矫正税收扭曲，而不是筹集税收收入。Ｒａｍｓｅｙ 在 １９２７ 年提出最优税率的另一种说法，
即最优税率是用最有效的方式筹集税收收入［５］。税收扭曲在现实中几乎不可避免，资源配置过程中

由于税收非效率从而导致了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在经济不存在外部性的前提下，Ｒａｍｓｅｙ 解决了将
税收扭曲最小化的最优税率问题，他指出，一个“广税基、低税率”的税收体系要比一个“窄税基、高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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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体系更为有效。

现实经济中生产行为对环境的外部性是广泛存在的，Ｒａｍｓｅｙ 的前提假设虽然简化了分析，但也
使得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受到了限制。另外，现代环境税收的一个重要目的旨在筹集税收收入，且由

于信息的不完全，税收收入以一次性方式返还社会容易造成税收扭曲，因此 Ｐｉｇｏｕ 的理论假设也受到
了质疑，不过许多学者随后对其进行了拓展。根据 Ｒａｍｓｅｙ 最优税率理论，学者们对如何根据边际社
会成本和效用收益来确定最优税率进行了探讨。当环境税收并非旨在筹集税收收入时，最优环境税

率就是“庇古税率”，即单位税收等于边际社会损失时的税率；如果征税旨在筹集财政收入，则需进一

步研究税收收入的使用中是否存在税收循环效应①。当收入循环效应存在时，最优税率将高于“庇古

税率”，并且随着需要筹集的税收收入的增加，最优税率也不断提高，反之亦然。Ｊａｅｇｅｒ 运用理论与数
学模型验证了这个观点，他得出在类似于美国的经济体中，最优环境税率比“庇古税率”高约 ５０％ ［６］。

相反的观点则认为，环境税收目的旨在筹集财政收入时，即使存在收入循环效应，实际最优环境税率

却低于“庇古税率”。如 Ｇｏｕｌｄｅｒ等在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中，通过多部门 ＣＧＥ 模型发现，收入循环效
应存在但最优环境税率低于“庇古税率”，从而使得社会福利的增加幅度减小。因此政府在征收环境

税时，筹集财政收入与保护环境这两个目标不可兼得［７］。为了解释这种现象，他们提出了“税收相互

作用效应”（ｔａｘ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ＢＧＰ（Ｂｏｖｅｎｂｅｒｇ，Ｇｏｕｌｄｅｒ和 Ｐａｒｒｙ）将税收相互作用效应定义为：在
已经对劳动征税的基础上，环境税的征收使得一般价格水平上升，实际工资水平降低，劳动力供给下

降，劳动市场的扭曲程度增大。Ｍｕｒｒａｙ 在定义中补充，征收环境税使劳动供给激励降低，从而政府的
工薪税收收入也降低，为了保持收入中性，政府必须提高工薪税率，从而使工人的劳动供给激励进一

步降低，造成了更大的效率损失［８］。这两项扭曲都会抵消收入循环效应带来的部分收益，从而使得最

优环境税率低于“庇古税率”。

反对观点认为，上述研究中隐含了环境质量的提高对于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决策无影响的假定。

但是 Ｋａｈｎ 和 Ｆａｒｍｅｒ指出，如果将环境看作生产要素之一，那么环境质量的提高可以降低生产中对劳
动和资本等其他要素的需求，这样可以部分甚至全部抵消由“税收相互作用效应”带来的税收扭

曲［９］。考虑到环境质量提高对生产率和健康状况的影响，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指出，如果降低环境污染可以提高
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劳动供给，税收相互作用会放大环境管制的好处；相反地，如果环境质量改善提

高了固定要素的劳动生产率，环境管制的作用降低。类似地，如果环境质量的提高可以降低医疗开

销，则收入效应产生，劳动供给下降；如果并非医疗开销降低而是生病时间减少，那么劳动供给就增加

了［１０］。因此，环境质量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取决于工薪税率和劳动供给弹性。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和 Ｒｅｐｅｔｔｏ 同样
认为，大部分研究忽略了环境质量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他们研究了大气污染税的作用，得出环境

质量的提高可以增加劳动供给的结论［１１］。

另有反对观点对 ＢＧＰ的核心假设提出了质疑。ＢＧＰ的假设中，一个一般均衡的模型中存在一个
代表性家庭，其收入全部为劳动所得，因此随价格变化而引起的该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的改变可以通过

实际工资弹性来衡量。但是 Ｇｏｏｄｓｔｅｉｎ 指出，ＢＧＰ忽视了收入效应和交叉价格弹性，而这两个效应却
大到足以改变 ＢＧＰ的核心假设，将劳动供给对于价格的负反应转变为正的［１２］。换句话说，价格上升，

劳动供给非但不下降，反而上升了。这是由于价格上升时，非劳动所得的实际收入下降了，因此劳动

者倾向于减少对他人劳动的雇佣，转而用自身劳动进行替代，即用他人劳动来替代自身劳动的激励被

消除了，从而必须增加自身劳动供给来进行弥补。因而税收相互作用效应带来的负影响被部分抵消，

最优环境税率上升。

另外，Ｊａｅｇｅｒ认为，出现所谓的“税收相互作用效应”的直接原因在于对于边际社会损失的定义，
此时定义的边际社会损失实际上是边际私人损失。当引入收入募集型环境税收时，边际私人损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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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税收循环效应是指税收收入被用于财政支出时能够带来额外收益。



生了扭曲，它随着最优环境税率的增加而增加，而且比最优环境税率增加的速度更快。因此，最优环

境税率看起来就比边际私人损失要小，如果将边际私人损失看作“庇古税率”的话，就得到了最优环

境税率下降的结论。但实际上，最优环境税率高于边际社会成本，即真正的“庇古税率”①。

这些研究争论的焦点是最优环境税率究竟是高于还是低于“庇古税率”，对此学者们无法达成一

致结论。Ｓｃｈｅｂ 将此归结为，最优环境税率高于还是低于“庇古税率”的矛盾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谓
的矛盾是由对次优条件下最优污染税定义的选择造成的。在一个纯产品税的环境中，次优条件下的

最优污染税低于“庇古税率”，当引入工薪税时，该最优污染税被提高到高于“庇古税率”的水平［１３］。

在最新研究中，有学者对最优环境税率进行了数值测算。Ｈｏｗａｒｔｈ 在一个校准数量模型中考察
了二氧化碳排放税和所得税的作用，研究了相对消费效应（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下的最优环境
税率。他的结论表明，如果不考虑相对消费效应，到 ２１ 世纪，最优排放税将从每吨 ４４ 美元上升至每
吨 ２２９ 美元；考虑到相对消费效应，最优排放税将从 ２００５ 年的每吨 ６３ 美元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每吨 ３８４
美元［１４］。还有学者对社会福利进行了预测。Ｃｒｅｍｅｒ等构建了一个关于法国能源消费的模型，其中假
设能源和污染品既是生产要素也是最终产品，劳动力是同质的，工资外生给定。他们得出了结论：

（１）环境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使得污染品的税率远低于它们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失，如果社会十分重
视公平的作用，它们甚至可以得到补贴。（２）能源作为产出，其最优税率水平总是等于其边际社会损
失。（３）当所得税被设为最优时，降低现行能源税率到其最优水平，社会福利增加为平均每户 １７ － ３２
欧元，低收入群体受益而高收入群体遭到损失［１５］。

最优环境税率是高于还是低于“庇古税率”取决于不同的假设条件和对最优情况的定义，而且最

优环境税率存在递增趋势。税收相互作用效应解释了环境税收旨在筹集税收收入时，在收入循环效

应下最优环境税率却低于“庇古税率”的情况，且该理论指出是否考虑环境质量的作用对劳动供给决

策的影响有很大差异。但并不是所有学者都承认税收相互作用效应的存在，此概念的提出是对之前

研究中的局部均衡方法的挑战，一般均衡的视角对于分析问题大有裨益，其既兼顾环境税对各个市场

的影响，又运用 ＣＧＥ 模型对社会福利损失等做了大量的预测。

二、“双重红利”理论与经验研究

Ｔｕｌｌｏｃｋ 最早提出“额外收益”理论，该理论逐渐被发展为“双重红利”理论［１６］。概括而言，“双重

红利”是指环境税在保护环境、提高环境质量的同时，也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②。“双重红利”理

论建立在收入中性的假设之上，不同于税收中性。收入中性是指开征新税时，政府的预算没有变化而

且总的税负水平保持不变。“双重红利”假说被划分为“强”形式和“弱”形式。“弱”形式的“双重红

利”是指，环境税通过降低其他扭曲性税收（如工薪税和资本税等）来刺激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强”

形式“双重红利”是指环境税通过改善环境和改进现代税收制度效率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Ｂｏｖｅｎ
ｂｅｒｇ 对此进行了更新与拓展，并且更为关注环境税对公平的作用而非对效率的作用。他论述了要想
促进就业及减少非自愿失业，必须将整体税负水平考虑在内，将工人的税收负担转移到资本和资源所

有者身上［１７］。

对于“双重红利”是否存在，一类代表性观点认为，“双重红利”不是广泛存在的。这类观点赞成

“弱”形式的“双重红利”是广泛存在的。但对于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来说，“强”形式“双重红利”理

论要在严格到几乎不可能成立的条件下才成立。Ｈｏｌｍｌｕｎｄ 和 Ｋｏｌｍ 考察了垄断竞争市场和自然失业
下的小型开放经济体，认为存在着可贸易和不可贸易的两个部门，当可贸易部门存在着“溢价”时，对

能源征税才能减少失业，但即便如此，社会福利也并不一定上升，总的来说能源税会提高环境质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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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真正的“庇古税率”依据 Ｊａｅｇｅｒ Ｗ Ｋ发表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中概念而得。
对于“双重红利”的概念，学者普遍认为环境税的第一重红利指的是环境质量的提高，但是第二重红利在不同文献中具有不同

的定义，有财政收益、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以及产出和福利的提高，另外为了研究方便，也有学者将贸易量增长定义为第二重红利。



实际使 ＧＤＰ下降，也就是说没有产生第二重红利［１８］。Ｂａｙｉｎｄｉｒｕｐｍａｎｎ 的研究指出，“双重红利”在刚
性工资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下才有可能存在；然而在工薪税率很高，消费者对环境污染型产品更

为偏好的国家是不存在的［１９］。Ｌｉｕ 等对中国现行的环境相关税收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在中国现行
的环境税收的规模下“双重红利”不存在，但对环境污染存在微弱的绿色效应，还有一些效应可能由

于时滞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因此环境税收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潜力［２０］。另一类观点是 ＤｅＭｏｏｉｊ 和
Ｂｏｖｅｎｂｅｒｇ 提出的，他们认为，诸多文献得出“双重红利”不存在的原因是他们假设在生产中只有一种
清洁要素，比如劳动，此时“双重红利”取决于“税收负担效应”和“税收转移效应”①。如果环境税是

将税负从被过度征税的要素上转移到征税不足的要素上，整个税收体系的效率水平就提高了，“税收

转移效应”抵消甚至超过“税收负担效应”，“双重红利”便产生了［２１］。Ｂｙｅ 接受了 Ｂｏｖｅｎｂｅｒｇ 的观点，
认为小型开放经济体用环境税来降低就业税不能增加就业，而是将外在的工薪税收变成内隐税收。

他假设工资由工会决定并得出了正面的结论：短期内实际投资的减少使消费和即时效用增加，而长期

中即时效用变得更为不确定，“强”形式“双重红利”在短期中才有可能存在［２２ ２３］。Ｂｏｓｑｕｅｔ 也研究过
环境税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他认为，短期内降低所得税，控制通货膨胀，会导致污染大幅下降，就业和

边际产出则可能小幅上升；长期内第二重红利更容易以社会福利而不是产出的形式出现［２４］。Ｓａｒ
ｔｚｅｔａｋｉｓａ 分析劳动收入的不确定性与“双重红利”的关系时发现，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的不
确定性对于“双重红利”的存在性起重要的作用。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假设资本市场不完全，税收

扮演着提供社会保障的角色，那么对“双重红利”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参数是一次总付的转移支付、两

种产品对闲暇的相对替代性以及相对于最优税率起初的税率水平［２５］。Ｓａｎｃｈｏ 发现劳动对资本的替
代弹性对能否产生双重红利十分关键，而各能源产品间的替代弹性则决定了能否最大程度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量［２６］。

基于研究目的的不同，“双重红利”的概念界定并不明确，“双重红利”争论仍然存在。归根结底，

采用不同的理论模型以及对循环经济政策（如一次总付的返还、降低工薪税税率等）和市场特征（垄

断竞争、分散决定工资、工会决定工资等）等的不同假设导致了观点的差异，引发了双重红利争论。

总的来说，在收入中性的基本前提下，环境税的第一重红利即减少污染、提高环境质量是存在的，并且

降低污染的程度取决于各能源产品间的替代弹性。而第二重红利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和不同定义具

体分析，一般而言，“弱”形式的双重红利较“强”形式双重红利更可能产生；相较于短期，第二重红利

更可能在长期中产生。

众多学者对政府环境管制措施组合的选取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为支持其自身的政策观点，他们运

用不同实证方法或针对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对“双重红利”进行了检验或模拟推演，得出的结论也不

尽相同。传统的环境税制研究的主要模型有局部均衡模型，应用性一般均衡模型（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 Ｇｅｎｅｒ
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以及投入—产出模型等。局部均衡模型的应用并不广泛，它在早期的环境税研究中运
用更多，而现代环境税研究中集能源—环境—经济于一体，因而 ＣＧＥ 模型更加适用。ＣＧＥ 模型被广
泛用于评估不同的税收循环机制的效果以及分析环境税实施带来的影响，如双重红利是否存在等。

Ａｎｄｒé等对西班牙的环境税改革进行了模拟推演，他们认为，当二氧化碳排放量被选作环境指标的时
候，促进就业作为第二重红利，即使是在“强”形式下也是存在的［２７］。在南非，经济学家甚至提出了

“三重红利”理论。Ｖａｎ 等建立了一个包含四个税种和三种税收循环利用机制的 ＣＧＥ 模型，论证了如
果环境税税收被用来降低现有的税负，那么污染排放减少、ＧＤＰ 增加和贫困日益减少这三重红利将
产生［２８］。投入—产出模型多被用于研究不同的环境政策以及环境政策在不同区域的作用，如 Ｌｌｏｐ 等
关于 Ｃａｔａｌｏｎｉａ 不同环境政策对企业使用能源影响的研究［２９］；Ｌｉａｎｇ 等关于中国不同区域的能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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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税收负担效应”是指只有一种清洁生产要素时，为了增加对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征收环境税会提高整体税负水平。“税收
转移效应”是指引入另一种清洁生产要素（如资本）后，如果对劳动存在着税收扭曲（过度征税），那么对资本征税能够缓解对劳动的

过度征税。



和二氧化碳排放情况的研究等［３０］。

但是 Ｐａｒｋ 和 Ｐｅｚｚｅｙ 认为，传统研究方法中无论是局部均衡模型还是一般均衡模型，都忽略了市
场调节方式的信息成本。无论双重红利能否产生，如果环境税造成总体税负增加，出于政治及其自身

利益考虑，相关利益集团就会阻碍该税种推出。他们认为相较于旨在筹集税收收入的环境税种，旨在

矫正税收扭曲的环境税收会更容易实施，因为它不会损害既有利益集团的利益格局［３１］。

另外，Ｐａｔｕｅｌｌｉ等运用“荟萃分析”（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综合分析了各种不同的模型后得出，税种、循环
经济政策以及所采用的经济模型对能否产生“双重红利效应”有着重要的影响。他认为，当引入就业

以后，税收和循环经济的政策对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第二重红利的不同定义对于决定环境税制

改革是否成功起到很大作用，因为它对 ＧＤＰ的作用不如对就业的作用明显。他还验证了 Ｂｏｓｑｕｅｔ 的
结论，并发现由于企业需要时间进行技术创新，引进清洁的生产技术，因此长期环境质量改善会较短

期翻倍，而对 ＧＤＰ和投资的作用，长短期并没有显著差异［３２］。

在双重红利研究方法中，ＣＧＥ 模型和投入———产出模型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都占据着主要地
位。但研究中存在部分文献的前提假设过于严格、文献多为对一个国家、地区或一两个税种（如碳

税、大气污染税）进行研究等问题，因而得出的结论无法推广。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税研究逐渐成

为热点，利益集团理论、不确定性分析等方法也越来越多地被学者运用到研究中。

三、“双重红利”的实证研究以及对环境税制改革的启示

２００９ 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决议指出，对于节能减排，各个国家需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环境税制改革（ＥＴＲ）是一种基于市场机制的环境管制措施，其他措施还包括命令及控制等手段，环境
税通常和其他手段一起被采用的，如同命令及控制手段结合构成所谓的“混合体制”。不同国家根据

其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目标选取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环境管制措施组合。环境税

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对污染和资源使用征税以减少每单位经济活动的资源使用量，减轻对自然资源

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减轻就业税和所得税以促进就业。换句话说，ＥＴＲ 希望能够实现生态的可持续
性发展和降低失业的双重红利。

学者们对发达国家环境税制改革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ＯＥＣＤ 国家就开始
施行环境税，并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环境税制。Ｋｏｍｅｎ 和 Ｐｅｅｒｌｉｎｇｓ 对荷兰的能源税进行了实证检
验，在不同税收循环机制下他们比较了小范围能源税和一个更大范围的能源税，得出了小规模环境税

制的引入不仅能够提高环境质量，而且它能提高现有税制的效率，更能够改善非环境的福利水平［３３］。

Ｌａｗｎ 揭示了瑞士、丹麦、荷兰和芬兰四国的 ＥＴＲ 实施情况，并且发现，这些国家的经济效率提高了，
但是工薪税和所得税率下降对就业的影响难以观察；瑞士、丹麦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几乎没有改变，

而芬兰、荷兰显著增加了［３４］。因此环境税制改革能够促进生态可持续性发展并带来双重红利的传统

理论受到了质疑。Ｓｌｅｓｚｙｎｓｋｉ等结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得出，波兰的环境税改革应当作为整个税制改革
的一部分来进行，从长期来看，环境税改革有益于经济增长［３５］。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等也

实行了积极的环境税改革，Ｂｅｕｅｒｍａｎｎ 和 Ｓａｎｔａｒｉｕｓ对德国的环境税制历史进行了回顾，得出了收入中
性的环境税制更为容易被各个利益集团所接受的结论［３６］，这也印证了前文 Ｐａｒｋ 和 Ｐｅｚｚｅｙ 的观点。
Ｒｕｉｚ等在一个程式化的、没有生产外部性的内生增长模型中考察了污染行为和污染管制措施，指出
政府可能通过环境税制改革的方式来挖掘动态拉弗效应以得到双重红利，并以对消费者一次总付的

转移支付形式完成其特定顺序的外生支出［３７］。

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税制改革刚刚起步，虽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消除贫困是

更为重要的目标，但低碳排放的战略对于可持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将目

光投向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税制改革。Ｋ Ａｋｕｍｕ 研究了肯尼亚的案例，探讨了将环境税作为一种环境
管理手段从发达国家引至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并获得相关实证支持了这一论点［３８］。但是，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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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环境税制改革付出了代价，它带来了工业化之谜、“双重红利”缺陷等后果。Ｋｕｍｂａｒｏｇｌｕ 和 Ａｒｉ
ｋａｎ 等人将一般均衡同最优化模型相结合，通过对土耳其数据分析得出对二氧化硫排放征税比对燃
料中的硫含量征税更为有效；一个不断增加的税率比恒定的税率更加有效的结论［３９］。亚洲在过去 ２０
年中经历了迅猛的增长，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Ｚｈａｎｇ 从国家、区域以及国际化角度检验了一系列
政策反馈，他认为选对政策组合、注重国家和区域的政策协调与合作可以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不

用受制于有限的生态承载力和环境质量［４０］。理论研究中对中国环境税制的关注较少，Ｂｒｅｎｎｅｒ 等指
出，在中国引入对化石能源的碳税费制度可以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这主要是由中国农村和城市

的消费模式不同决定的。他们认为如果对征收的碳税或费按照每单位资本支出以一次总付的方式对

社会进行返还，即所谓的“天空信托”的方式，将更能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低收入群体从“天空信托”

中所得将高于他们的碳税支出，而高收入群体从“天空信托”中所得将低于他们的碳税支出。“天空

信托”不仅能够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还可以促进收入分配的合理化［４１］。

发达国家的环境税制改革已见成效，学者们的研究覆盖多个税种，包括税制规模、改革方式等。

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税制改革研究才刚刚起步，虽说环境税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具有可操作性，但

引入国需要选对政策组合和改革方式［４２］。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各个国家的环境政策影响都

是全球性的，因此环境政策的区域协调显得尤为重要，在环境税制研究中，各国需要更多地关注宏观

的视角，因地制宜地制定环境相关政策。

四、简评

从以上研究可发现，目前国外有关环境税问题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方面：一是拓展经典理论

（如最优环境税、税收相互作用效应、“双重红利”理论等），并且将其与市场具体情况相结合，考察在

不同市场特征、循环经济政策下环境税对经济效率、社会公平等的影响。二是开展经验分析，结合

ＣＧＥ 模型对不同国家的环境税和不同税种的实际数据，考察现实中环境税的作用和决定因素，为理
论研究和政策选取提供依据。此外，环境税问题研究中还存在诸如：理论研究更注重微观方面，而对

宏观视角的研究不足，以及多侧重效率研究，而对公平关注不够等问题。

我国整体环境税体制尚未形成，这对国内学者研究我国环境税问题造成了局限性。国内环境税

研究更多关注我国排污费的实施效果以及“费改税”等政策效果的探讨或者某个具体税种在我国开

征的可行性等微观方面的问题，却没有高屋建瓴地探讨整体环境税制的构画。另外我国学者对于环

境税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定性研究上，由于我国没有专门为环保所开征的税种，对于环境税费的征收主

要在消费税、增值税等税种中体现，在数据统计中难以剥离，这对学者进行环境税定量的研究也造成

了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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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ｓｅｃｏｎｄｂｅｓｔ ｓｅｔｔｉｎｇ［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９，７２（３）：３２９ ３６０．

［８］Ｍｕｒｒａｙ Ｂ Ｃ，Ｔｈｕｒｍａｎ Ｗ Ｎ，Ｋｅｅｌｅｒ Ａ．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ａｘ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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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ｍ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Ｕ． Ｓ，２０００．
［９］Ｋａｈｎ Ｊ Ｒ，Ｆａｒｍｅｒ Ａ．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ｂｅｓｔ ｗｏｒｌｄｓ，ａｎｄ 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９，３０（３）：４３３ ４３９．

［１０］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Ｒ 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ｎ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２，４４（２）：２６１ ２７０．

［１１］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Ｊ，Ｒｅｐｅｔｔｏ Ｒ． Ｎｏｎｓｅｐａｒａｂｌｅ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ｄｅｂａｔｅ：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ｘ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０，１５（２）：１４９ １５７．

［１２］Ｇｏｏｄｓｔｅｉｎ 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２，４２（１ ２）：１０１ １０６．
［１３］Ｓｃｈｅｂ 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ｐ［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

ｎａｎｃｅ，１９９７，９７（４）：１６７ １７６．
［１４］Ｈｏｗａｒｔｈ Ｒ Ｂ．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６，５８（１）：

２０９ ２１９．
［１５］Ｃｒｅｍｅｒ Ｈ，Ｇａｈｖａｒｉ Ｆ，Ｌａｄｏｕｘ 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 ｄｅｓｉｇｎ ｗｉｔｈ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Ｆｒａｎｃ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５９（１）：８２ ９３．
［１６］Ｔｕｌｌｏｃｋ Ｇ． Ｅｘｃｅｓ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Ｍ］．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６７（３）：６４３ ６４４．
［１７］Ｂｏｖｅｎｂｅｒｇ Ａ Ｌ． Ｇｒｅｅｎ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１９９９，９９（６）：４２１ ４４３．
［１８］Ｈｏｌｍｌｕｎｄ Ｂ，Ｋｏｌｍ 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ａ ｓｍａｌｌ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Ｔａｘ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０，２２（７）：３１５ ３３３．
［１９］Ｂａｙｉｎｄｉｒｕｐｍａｎｎ 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４，２８（２）：１６９ １９４．
［２０］Ｌｉｕ Ｙ，Ｑｉｕ Ｌ Ｙ，Ｚｈｏｕ Ｚ Ｂ．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９．
［２１］ＤｅＭｏｏｉｊ Ｒ Ａ，Ｂｏｖｅｎｂｅｒｇ Ａ 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ａｘ ｂｕｒ

ｄｅｎ ｖｓ ｔａｘ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１９９８，９８（５）：７ ３９．
［２２］Ｂｙｅ Ｂ．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ｄｙｎａｍｉｃ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ｇｒｅｅｎ”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２，４３（１）：１ １９．
［２３］Ｂｏｖｅｎｂｅｒｇ Ａ 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Ｊ］．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１９９８，９８（２５）：１５ ３５．
［２４］Ｂｏｓｑｕｅｔ Ｂ．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ｄｏｅｓ ｉｔ ｗｏｒｋ？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０，３４（１）：１９ ３２．
［２５］Ｓａｒｔｚｅｔａｋｉｓａ Ｔ．？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９，

１４（５）：５６５ ５８５．
［２６］Ｓａｎｃｈｏ Ｆ．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 ＣＧ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Ｊ］．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０，３８（６）：２９２７ ２９３３．
［２７］Ａｎｄｒé Ｆ Ｊ，Ｃａｒｄｅｎｅｔｅ Ｍ Ａ，Ｖｅｌáｚｑｕｅｚ 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 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 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３９（２）：３７５ ３９２．
［２８］Ｖａｎ Ｈ Ｊ，Ｇｅｒｌａｇｈ Ｒ，Ｂｌｉｇｎａｕｔ Ｊ，ｅｔ 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ｒｉｐｌｅ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ＣＯ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Ｊ］． Ｅｎｅｒｇ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６，２７（２）：１１３ １４１．
［２９］Ｌｌｏｐ Ｍ，Ｐｉé Ｌ．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ａｔａ

ｌｏｎｉａ［Ｊ］．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８，３６（５）：１６４２ １６４８．
［３０］Ｌｉａｎｇ Ｑ Ｍ，Ｆａｎ Ｙ，Ｗｅｉ Ｙ Ｍ． Ｍｕｌｔｉ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７，３５（３）：１６８５ １７００．
［３１］Ｐｅｚｚｅｙ Ｊ Ｃ，Ｐａｒｋ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ｄｅｂａｔｅ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８，１１（３ ４）：５３９ ５５５．
［３２］Ｐａｔｕｅｌｌｉ Ｒ，Ｎｉｊｋａｍｐ Ｐ，Ｐｅｌｓ 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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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５，５５（４）：５６４ ５８３．
［３３］Ｋｏｍｅｎ Ｍ Ｈ，Ｐｅｅｒｌｉｎｇｓ Ｊ 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９，９９（１４）：２４３ ２６８．
［３４］Ｌａｗｎ Ｐ．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ｏｗ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２（４）：３３２ ３５８．
［３５］Ｋｉｕｉｌａ Ｏ，Ｓｌｅｓｚｙｎｓｋｉ Ｊ．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ｅｃｏｎｏｍｙ［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３，４６（１）：１０３ １２０．
［３６］Ｂｅｕｅｒｍａｎｎ Ｃ，Ｓａｎｔａｒｉｕｓ 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ｔｗｏ ｈｏｔ ｐｏｔａｔｏ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Ｊ］．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６，３４（８）：９１７ ９２９．
［３７］Ｅｓｔｈｅｒ Ｆ，Ｐéｒｅｚａ Ｒ，Ｒｕｉｚ Ｊ．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 ｌａｆｆ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ｂａｔｅｍｅｎｔ［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２０１０，２７（３）：６５６ ６６５．
［３８］Ｋ Ａｋｕｍｕ Ｏ Ａ． Ｈｏｗ ｆａｒ 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ａｌ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Ｋｅｎｙａ［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２（４）：３１８ ３３１．
［３９］Ａｒｉｋａｎ Ｙ，Ｋｕｍｂａｒｏｇｌｕ Ｇ． Ｅｎｄｏｇｅｎｉｓｉｎ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ａｘｅｓ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ｙｐｅ ｏｐｔｉｍｉｓ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ｏｒ Ｔｕｒｋｅｙ

［Ｊ］．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１，２９（１２）：１０４５ １０５６．
［４０］Ｚｈａｎｇ Ｚ Ｘ． Ａｓｉ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ｈｉｌ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

ｉｃｙ，２００８，３６（１０）：３９０５ ３９２４．
［４１］Ｂｒｅｎｎｅｒ Ｍ，Ｒｉｄｄｌｅ Ｍ，Ｂｏｙｃｅ Ｊ Ｋ．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ｋｙ ｔｒｕｓ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ｈａｒｇ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７，３５（１）：１７７１ １７８４．
［４２］孙敬水，陈稚蕊，李志坚．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影响因素研究［Ｊ］．审计与经济研究，２０１１（７）：８５ ９３．

［责任编辑：杨志辉，许成安］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ｅ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ｕａｎｇｕｏ，ＸＵ Ｊｉａｏ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 ３６１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ｅ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ｅｓ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ｅｓ ｒ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ａｘ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ｂｕｔ ｎｏｔ ａｌ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ｔａｘ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ｉｒｄｌｙ，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ｅｘ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ｅ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ｅ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ｓ 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ｏｕｂｌｅ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 ｒａｔ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２１１·


